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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云南边地垦殖与 

边疆开发研究 

罗群 

【摘 要】垦殖作为历朝各代中央治理和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把“边地开发屯垦与移

民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在国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共同夙愿下，垦殖作为云南边疆开发的重中

之重，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不仅组建治边机构、出台各种边疆开发政策、进行边地调研、编制开发方案，

而且付诸实践，组建垦殖局、垦殖公司等，云南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垦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

体现出国家、地方与个人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更反映出近代边疆危机下三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保

卫边疆、开发边疆的认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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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殖作为历朝各代中央治理和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乃移民于可耕未耕之地区，加以组织及管理，使之辟草莱为沃壤，化

荒凉为村镇之事业也”垦殖关乎国安民利，除稳固戍边的军事目的外，更成为一项开发荒地、安辑流民和调剂人口的综合性社

会经济政策，“凡土地之开发利用与人口之迁徙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地尽其利并调剂人地之关系者”。 

针对晚清以来强邻环伺、内忧外患，连年征伐使得大量土地荒芜、难民激增，而边防空虚、边疆尚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的

情况，黄兴、蔡元培、胡汉民、宋教仁等于 1912 年 3 月发起创办中国垦殖协会，以 “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为宗旨，“调查农

林矿产，筹办银行，设立公司，开办学校，编辑书报，附设关于垦植事业各机关”，倡导边疆垦殖事业并形成热潮。1914 年，北

京政府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和《边荒承垦条例》，对荒地的范围、承垦者的权利和资格、承垦手续、承垦保证金等做出规

定，以此规范和鼓励垦殖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把“边疆屯殖，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以“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

实边，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实人口开发土地为首先要着，而以其

他建设为辅。”1931 年，国民政府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实施方案第五条指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

为发展国民经济之重要方针。必须订立方案积极进行，并予以财政及其他必要之援助。”此外，民间也相继成立一些倡导移民实

边的团体，如 1932 年在上海组建中国殖边社，创办《殖边月刊》，大力倡导移民边疆，发展边地垦殖。 

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和物资交通要道，承担起物资、人才供给的重任，云南边疆的稳定与否关乎国家安危。

移民垦殖更成为战时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充裕资源、调剂人口、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在国人保卫边疆、开

发边疆的共同夙愿下，垦殖作为云南边疆开发的重中之重，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不仅组建治边机构、出台各种边疆

开发政策、进行边地调研、编制开发方案，而且付诸实践，组建垦殖局、垦殖公司等，云南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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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垦殖的定义历来名目繁多，择其主要如下：1.“垦殖，垦与殖似属两事，即前者之主要目的为地尽其利，以增加土地之生

产，以故凡荒田荒地沼泽等之开发利用，皆可称之曰开垦；后者之主要目的为改善人口分布，调剂人地之关系，以故凡甲地之

人民移人并定居于乙地，皆可称之曰殖民。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遂行，则不容强分也。盖无垦不能言殖，不殖不能言垦，言开垦

即有移民，而谈移民则又有开垦在其中也。故垦与殖，人与地，实等于一事之两面，吾人综名之曰垦殖，可谓恰当。（参见张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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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边疆开发方案与边地垦殖 

中央王朝开拓西南，制定了独具特色的治边政策与统治制度。如汉晋时期的边郡制、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元明清时期

的土司制。至于具体的边疆开发方案，成文较早的有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户部尚书王宏祚所上的《滇南十议疏》和康熙二

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所上《筹滇十疏》，反映当时社会矛盾与筹划措施，其来者渐也。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瑚所

撰《怒求边隘详情》，提出治理怒江地区的十条建议，版图所在，寸土必争。此后，思茅厅同知兼副营务处柯树勋于 1912 年在

《治边十二条陈》中提出了包括招垦、练兵、改流、官守、实业、国币、通商、筹款、学堂、邮电等内容在内的全面治边举措，

并在车里成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开启了民国云南地方政府实边的新风气，为其后云南边疆治理方案的出台奠定基础。 

同一时期，王篪贻编撰的《经营滇省西南边地议》，系统提出经营云南边地的七条办法，即招致屯垦、试办民政、振兴教育、

整理交通、兴办实业、收回法权、清厘财政等，是民国初年第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西南边疆开发方案。其一为“招致屯垦傳”，认

为在沿边屯垦地区，可进行谷、棉、茶和蔬果的种植以及畜牧生产。并且参照农林部《垦殖总管官制草案》，拟定了《西南垦殖

总管府草案》，对云南西、南两边的垦殖事务做了详细的部署和规定，强调：“取稳健之主义，达完全之目的，其今日筹边之要

义乎。” 

龙云主政云南时期，云南省政府致力于西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提出了具体的治滇规划，提出分三期建设“三民主义革命

建设的新云南”。第一期“集中精力戡定变乱，肃清萑苻。使行政纳于轨物，而闾阎得以绥靖。”第二期“休养生息，循序渐进。

凡百庶政千纷如乱丝中，一一钩稽而董理之，金融制度趋于稳定，财政则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于以树立各种行政之始基。”第

三期“谋积极之发展”，“凡户籍、保甲、仓储、清丈、禁烟、警务、教育、卫生诸要政，及水利、造林、纺织、开矿等生产事

业，视其缓急，先后举办。” 

1929 年 3 月，云南省政府成立第一、第二殖边督办公署，专门负责腾越、普洱地区，其职权包括防守、界务、实边、交通、

实业、文化、教育、治安、慈善、卫生等事项。开发边疆首先需要人力，因此殖边督办公署提出了移民屯垦方案，第一殖边督

办李曰垓提出移民垦荒，发展实业的边政方案，在腾冲缅箐开发十万亩荒地，号召地方绅商集资二十余万元，组成利生公司，

挖掘山洞，引水灌溉；第二殖边督办公署杨益谦制定了《澜沧江县猛朗坝小规模移民屯垦计划方案》，致力于澜沧江地区的建筑、

                                                                                                                                                                                              
介：《垦殖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年，第 3页。）2.蒋荫松在《垦殖浅说》中指出：“垦是开辟荒废的土地，使可从事

种植。其目的在增加生产，充实衣食，发展工业资源。殖是移甲地人民于乙地，使其居于斯，食于斯，解决一切生计问题。其

目的在改进分配方法，调剂人口密度，俾芸芸众生皆获得足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机会。”（参见蒋荫松：《垦殖浅说》，重庆：正中

书局，1940 年，第 1页）3.舒联莹对于垦殖的定义更为直观“何谓垦，垦为开辟荒原。何谓殖，殖为移民实荒。”（参见舒联莹：

《青年文库垦殖学》，南京：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 年，第 8页。） 

舒联莹：《青年文库垦殖学》，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 年，第 8页。 

张丕介：《垦殖政策》，第 3页。 

总部设于南京，1912 年 5 月迁往北京，后改为垦植协会，设立原意为“因议和之后，临时添招之军队约百余万，无可安插，不

得不借屯垦一途，为消纳之计。而边境空虚之处，移民开垦亦可借以为固圉之谋”。（参见仲华：《云南实业杂志》，1913 年，第

1卷第 1期，第 165、166 页。） 

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研究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46 页。 

李顺卿：《垦殖政策》，《中农月刊》，1943 年 10 月，第 4卷第 10 期。 

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48 页。 

民国时期有很多专论垦殖的著作，主要有：宋希庠的《农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李积新的《垦殖学》（上海：商务

印书馆，1935 年）、唐启宇的《垦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张开滇的《垦殖与建设》（重庆：合作同仁互助社，1938

年）、蒋荫松《垦殖浅说》、舒联莹《垦殖学》等，对垦殖的定义、意义、政策、垦区、垦民以及垦殖的步骤、农具、垦殖的方

法、垦地的运用和管理等内容进行探讨。民国时期还曾出现过“垦务救国论”，代表论著有沈怡的《屯垦救国论》（编者自印，

1937 年）、施珍的《垦殖概论》（重庆：中央训练委员会，1942 年），另有唐启宇的《中国的垦殖》（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 年）。

垦殖与农业有李积新的《农村复兴与垦殖问题》（《地政月刊》，1933 年）、孙辅世的《灌溉垦殖与复兴农村》（《水利月刊》1934

年第 1_6 期）、邹序儒的《中国垦殖问题之研究》（《史地社会论文摘要》1935 年第 9期），提出垦殖是实现农村经济复兴最有效

的办法以及农村垦殖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边疆垦殖则有王文萱的《抗战时期移垦边疆问题》（重庆：正中书局，1939 年）

以及黄奋生的《边疆屯垦人员手册》（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 年），强调边疆垦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3 

移民、开垦、管理、蕃息、畜牧、树艺、造林、防疫、市场等内容，亦助长移民屯垦，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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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册），收录了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考察报告

共 18 篇，内容涵盖云南边地问题的诸多方面，如云南边地状况、边地开发与建设措施、边地建设理论等。其中曾任边地县长的

昆明人熊光琦拟具了《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强调“谈建设者无不以开发边地，移民蒙古、新疆、西藏、

青海，实行垦殖为切要之图。”并且“滇省由西北以迄东南，数千里边防线白，地广人稀，蕴藏至富，又尽人皆知其有拓殖之价

值与必要。”由此提出了开垦猛朗荒地和实行分区垦殖的具体方案。认为应该先行开垦澜沧江广阔的土地，建立治所，圈定土地，

招募垦民。第一年统由公家贷与口粮籽种各给荒地若干，政府要酌情给予器具粮食或金钱补助，鼓励支持疏浚河流沟渠，从第

三年起分两年归还，三年以后方升科纳粮，同时经过一度严格的考核，发给管业执照，此后所垦之地，即归垦户私有。 

此外，宣威人缪尔纬撰写的《开发思普沿边计划》有的放矢，洞悉边地舆情，“云南之西南，沃野千里，半属荒原。垦殖之

声，早已嚣且尘上”。认为开发普思沿边，需要从事垦殖，从交通入手，改善交通状况，以掌握供求平衡，同时注重兴修水利，

要一面引凿新河，一面开浚旧河。再利用西南地区充足的水热条件，改良农作物之栽培及制造，发展茶叶、棉花、蔗糖、樟脑、

真荆、紫梗、黄藤等作物。尤其是注意开辟木棉、草棉种植，发展棉业。为此发出呼吁：“所望留心社会经济者，移其视线于边

荒也。” 

1936 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的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碧笙，深入滇缅边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费时共二

百五十余日，行程达四千余里，出思普、转澜沧、达双江、出缅宁（今临沧）、上大理、绕腾冲，并先后完成《移殖难民试办滇

边垦殖计划》《经营滇西南边区之政治军事国防交通计划》《开发云南边地方案》等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提出系

统意见，其中尤其强调了滇边垦殖在边疆建设与开发中的意义与前途，“惟西部之高黎贡山之西麓，南部之澜沧江流域一带，山

势低小，川流繁衍，构成无数之小盆地……为今日西南最有望之农垦地带”，“如能悉数开垦，至少可得良田数千万亩以上”，可

以消纳巨量人口、增益生产收入、树立国力南进之根基、坚定华侨内向，此外如边防之充实、税收之增益、难民之安插、后方

之安定、粮食之供给、交通之发达等等，犹在其次。陈先生总结云南长期得不到开发的原因在于：1.土著方面：（1）为过去内

争之残酷；（2）为性病之流行；（3）为妇女限制生育之普遍；（4）为传染病（疟疾、痢疾、霍乱、鼠疫、天花等）之流行，以

及医药之缺乏。2.汉族方面：（1）主观的原因——云南本部人口之稀少。（2）客观原因：交通的限制、疾病之限制、种族之限

制。但上述各种困难，在今日因时代之推进与环境之转移，已逐渐为人力所克服，不复为开发边地之障碍矣。 

具体到移殖难民试办滇边垦殖，陈碧笙则强调经营方针要“不仅着眼于人民之移殖与生产之增加，同时须努力于新理想、

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应随时注意唤起一般民众之热烈参加，并吸收国内银元及南洋华侨之过剩资本”，组织“西南

实业公司”，设总公司于云南芒市，分公司于昆明、腊戌，办事处于大理、长沙、贵阳、汉口、新街及其他诸地，垦殖边区荒地、

经营公有集团农场、开发边区矿场、经营其他有利于边区之工商业务、实施垦民之教育与训练等。最终，《开发云南边地方案》

于 1940 年 9 月提交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讨论通过。 

1938 年夏，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云南施垦计划》，认为“以垦荒为救济难民之出路，已为抗战后方要政之一”，指导云南

省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开垦政策，首先选择并制定垦区，由政府派少数适当及合宜军队先赴垦区驻屯，保护垦区，交垦殖公司暂

行管理，再登记难民承垦荒地面积，垦区内设置教育、医疗、卫生等机构设施以辅助开垦。据此，下发《云南开发之意见》，“规

定组织云南省垦殖委员会襄助计划”，批令内政、军政、财政、经济、交通五部及賑济委员会签注意见，认为云南之开发应围绕

抗战展开，“不在于谋地方之福利”，当前急务，一是准以民间资本组织公司，办理公路普通运输；二是将轻工业开放民营，奖

励扶植同类手工业；三是准以民间资本组织垦殖公司，办理垦殖荒区及推广农产事业，计划组织运输、贸易、垦殖三个公司，

制糖、造纸、丝织、面粉四个工厂，同时组织银公司筹措经费。
3
1938 年 7 月，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宇皋拟

                                                        
2
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427 页。 

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5页。 

陈国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 4 月。 
3《云南边地问题研究》，马玉华主编：《西南边疆卷•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二》下册，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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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招募海外侨胞资金垦殖云南边地意见书及计划书》《解决滇缅界务悬案暨改进滇西边政方略》《云南迤西边政兴革计划》，

呈报国民政府。 

1943 年 10 月，鉴于云南边地“未能开发利用，小之足以影响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向上发展，大之足以妨碍国民民族之

团结统一。本省近年来虽曾多致力于开边化民，然无统筹机构及具体方案，收效殊鲜。为促进边疆之开发，俾得早与内地均齐

发展暨巩固国防起见”，云南省民政厅决定成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设专任委员五人，由厅长委派，聘请江应樑为主任委员，

杨可成、陈竹鸣、刘仲升、安石生为顾问，朱兆、张涤清、曹子英、何中极、陆烈武为委员。边疆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

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专门负责边疆开发事宜，并设计、制定出相关开发方案。行政委员会将云南分为五大边区，即思

普边区、缅宁（临沧）边区、大小凉山边区、中（甸）维（西）德（钦）边区、腾龙边去，并先后拟定各边区开发方案，包括

《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普思沿边开发方案》《中维德区开发方案》《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治理方案》。边疆

行政设计委员会将前三种及《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合编为《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书》五种，铅印出版，

实施边疆开发。 

边疆行政委员会对大小凉山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相应的开发方案，对于凉山土地，认为可由政府拨全部收归公有，依照国

父土地政策之两大目标——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的原则，照合理办法，分配给留山居住之摆夷及移来垦殖之移民。.对于凉山

森林，可依照国家森林法，应就其所在地情形，分别归为国有或地方公有，由交通之开辟而使此种森林发生经济上之价值时，

其利益即归诸国家或拨作地方建设事业之专款。对于山产和矿产，亦应加大探明力度，大力进行开采。 

凉山地区开发的重中之重也是实行屯垦，凉山地区虽然没有良好开发，但亦非不毛之地，全山雨量充足，土质多为黏壤，

不似其他边地终年苦旱，土薄石多，比云南境内诸多高寒山区温暖许多，就土质及气候言，凉山是一个理想的垦殖区。因此，

移内地人民进入凉山地区尽心屯垦，并借武力进行开拓和维持，是当时边疆行政委员会的重要方案。 

与此同时，四川省雷马屏峨垦务局局长任映沧前往大小凉山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开发概论》。另有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屏

峨考察团 1935 年对凉山地区考察后，提出了雷、马、屏、峨之垦殖开发方案，相继成立专门的垦殖公司或垦社，这些公司有的

为公营，有的为私营，有的既非国营亦非民营而以代垦人资格出现。见表 1。
4
 

表 1 "雷、马、屏、峨”垦社类别及垦殖机关（四十四所） 

代垦性质之垦社（四十一所） 

甲：以开发雷、马、屏、峨大小凉山全区为目标者（六所） 

名称 创办者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凉山垦殖公司 滇川两省军政界首领数人 全凉山  先办银矿 

乐群垦社 
前西康省政府驻渝代表兼华懋 

公司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 

圈划屏山、马边、峨边及乐山等县生熟 

荒及森林 

号称有二百零 

二万五千亩 

 

                                                                                                                                                                                              
页。 

缪尔纬：《开发普思沿边计划》，马玉华主编：《西南边疆卷•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二》下册，第 474 页。 

陈碧笙：《滇边经营论》，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449、456 页。 

陈碧笙：《滇边经营论》，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459-460、462-465 页。 

刘楠楠选辑：《云南开发之意见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13 年第 1 期。 

由于《意见》没有注意到云南地区的特殊性，又免不了纸上谈兵之嫌，该《意见》受到内政部和赈济委员会的批评，结果不了

了之。 
4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6 页。 

马玉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1 期。 

江应樑主编：《大小凉山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之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林文勋：《民国时

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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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建垦殖社 
四川军界耆宿前国民政府参军 

长吕汉群 

圈划马边县属之烟峰、油榨坪、走马 坪、

丰溪及三河口一带平原，与雷波、 屏山

间之荒地 

荒地面积为九 

十四万七千亩 

 

川南实业公司 新编陆军第十七师一部分军官 ‘以四川之马边、屏山、犍为为垦殖区” 

 矿业、垦荒、 造

林、畜牧及 贸易

等 

雷屏同生垦殖股份 

有限公司 

前二十一军边防第二路司令穆 

肃中 

圈划雷波县属之蛮溪口、马湖、岩峰坪 及

菁口等处六万五千余亩之熟荒为初步 垦

殖区，俟有成效时再向雷、马屏各县 荒

区森林及矿山开拓 

  

雷马屏峨拓殖社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谢崇 

周 

暂圈划雷波县属纵横数千方里之九龙冈 

森林 

  

乙：以开发雷、马、屏所属小凉山为对象者（一所） 

名称 创办者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西宁垦社 
前屏山县长易民苏及前民政厅 

夷务视察员毛筠如等 

圈划西宁河上游雷波所属九溪七坝十八 

坪及屏山所属西宁镇及胡家堡子、沙 沱、

流中塘、麻柳塘、土地坳及马边所 属通

木卡、北塞子、三星寨及袁家溪等 纵横

百余里之熟荒森林 

  

丙：以开发雷波县属小凉山为对象者（十四所） 

名称 创办者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锦屏合作垦社 

前雷波团务局长甘达夫、夷务 委

员长刘殿蘧及财务委员长郭 淡

如等 

圈划锦屏山大石盘全区 

  

上坪子垦殖生产合 

作社 

刘殿蘧、郭淡如及曾任前二十 四

军连营长等职之刘亚荪 

圈划上子、新滩、黑楸徘、义和乡及文 水

镇北面马道子、春阳坪、蕨基坪等处 熟

荒 

  

群生垦社 
杨子云、张敬承等，曾任地方 区

长及商会会长 
圈划大汉漕一带熟荒 

  

大生垦社 前县长马冰源 圈划那古乡一带熟荒   

新生垦社 前黄螂区长詹渭贤 圈划马湖村、雾露坡一带熟荒   

菖蒲田垦殖生产 

合作社 

前县长陈德纯及县党部书记长 

因民 
圈划菖蒲田一带熟荒 

  

代垦性质之垦社（四十一所） 

同德垦殖农业合作社 黎中曜 圈划五子坡、徐家岩一带荒区   

同裕实业公司 穆肃中 圈划高家山及金家坡之荒区及矿区   

蜀边垦殖公司 多系雷波士绅 
国民垦殖公司及力群垦社，均圈划口 子

村全区 

  

和平垦社 多系雷波士绅 圈划口子村东南一带地面   

裕民垦社 多系雷波士绅 圈划口子村西北一带地面   

文生垦社 无从查实 无从査实   

T：以开发马边县属小凉山为对象者（十一所） 

名称 创办者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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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垦社 
马边县党部负责人李轴云、张 

适均 

圈划柑子坪、大坪溪、马寨营及水碾 坝

一带熟荒 

  

大同垦社 
四川军政界耆宿公孙长子及曾 

南夫等 

圈划丰溪、湾耳沟、纸槽沟、河口、 何

家山等一带熟荒 

  

三民垦社 马边地方青年 圈划马边左路水碾坝至三河口夷区 百余里  

建华垦社 
唐传华、吴祖沛等，均成都天 府

中学学生 

圈划川主庙、城墙埂、鱼洞沟、罗连 山、

沉家山、龙头沟、蓝家坝、石扦 坝、十

门子、余村及沙溪等处熟荒 

  

乐森垦社 
赵乐山及蔡树森（蔡已因案被 

处死刑）曾任军职 
圈划小谷溪一带熟荒 

  

光复垦社 
前县长余洪先、前夷务委员董 

义华等 

圈划大壁子、碑堋、斑竹埂、大堰 山、

杨仙堋、董家屋基、朱家湾及雁 家林一

带山荒 

  

建中垦社（由利边垦 

社改组） 

利边创办人为前县长宋玉门， 

建中创办人为四川军界领袖余 

邦杰 

圈划老王坪镇江庙等地熟荒 

  

农新垦社 宋玉门、董义华等 圈划錠蓝坝、金凤山之熟荒 

横庙三十余 

里，纵长约十 

里 

 

通宁垦殖公司 

马边夷务委员及地方士绅张敏 

之、董义华、傅尧松、冯揆一 等，

与川南实业公司有垦务上， 之

联系 

圈划马边右路走马坪、烟峰、油榨 坪、

袁 M溪一带熟荒 

  

戊：以开发屏山荒区及屏山县属小凉山为对象者（七所） 

名称 创办者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树正垦社（由复兴垦 

社改组） 

复兴创办人为地方上绅萧善 

之，树正创办人系新编陆军第 

十七师一部分军官 

圈划利店附近大南厂一带熟荒 

  

同益垦社 
前四川省雷马屏峨垦务管理局 

副局长刘典昭 
圈划石角营附近熟荒 

  

裕边垦社 前屏山联保主任冉乔松 

圈划麻柳塘、西宁、罗三溪、中山 坪、

蛮溪口、汉溪、曹家沟及老海龙 等处地

面 

  

富荣垦社 地方绅首 圈划富荣唧荒土   

福社 地方士绅 圈划高笋场一带荒土   

荣子沟垦社，创办人 

及圈划地段均已无从 

査实 

.已无从査实 已无从査实 

  

代垦性质之垦社（四十一所） 

大窝顶垦社 已无从查实 已无从査实   

己：以开发峨边县属小凉山为对象者（二所） 

大成垦社 已无从查实 闻系圈划梯子岩、大横山一带熟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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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军政界领袖彭光汉、吴景 伯

及妇女界闻人刘曼华等 
圈划中隆山、黄草坪一带山荒 

  

公营性质之垦殖机关（三所） 

分驻峨边及屏山两地 

名称 垦殖区 垦殖面积 经营种类 

军政部荣誉军人垦 

殖区 
圈划峨边苦竹坝、大横山一带为垦区 

  

农林部国营农场 占垦荣誉军人垦殖团苦竹坝垦地   

屏山屯垦队 

驻扎西宁（号称有队丁三十名，闻确有十二名，但所能发见者仅队长及 队

丁三数人。该队月仅经费三百余元，其不能多有队丁及如何设施至为 明显） 

  

各垦殖机关由于创办人品类不一，动机各异，或故圈占公荒、或霸占民地，或思垄断局部夷区，或企图独占大小凉山全域，

且多以夺取已废场市及交通线与设防要隘为务。政府无暇顾及垦殖事务，管理失职，垦殖机关将垦区视为私人利益，因此垦社

之间纠纷争执颇多。此外，政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来开发凉山，将边区作为治理范围内的一部分，加强了对各类资源的占

有，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土著夷民的利益，加剧了夷患问题，“夷人与垦民纠纷，年年发生”，故亟需实施军区屯垦制，以“军

事第一，通道第二，移民第三，设治第四，同化第五”为原则，以军事和武装力量辅助开发，组织屯垦开发督办公署，设雷马

屏峨各军区区署，设雷马屏峨屯务委员会及各军区屯务协进委员会，“军区屯垦采矿开发均以国营为本。由国营事业之建设，以

推进农商产销合作，以至集体生产之经济制度，应为开发雷、马、屏、峨经济事业之指针。”
5
军区屯垦计划分划军区七处，详情

如表 2。 

表 2 “雷、马、屏、峨”实施军区屯垦规划（七处） 

名称 范围 土地类型 主要业务 可移植军民规模（至低限额） 

西宁河区 

位于雷马屏三县中。纵长 

二百余里，横广平均不下 

三十里 

良田熟荒，｛顷斜十五度以 

内之生熟荒田地约有二十 

余万亩 

农林垦务与铁矿之 

开采 
八万人至十万人 

金河马湖区 

位于雷、黄之东南中三 部，

纵横一百里左右至二 百余

里 

生熟荒田地约有十余万亩 
农林垦务与铁矿之 

开采 
四万人至五万人 

西苏角河区 
位于雷波西部及西南各 

地，纵横均约一百里左右 

倾斜十五度以内之生熟荒 

旱地，约有十余万亩 
农林牧三者并重 二万人至三万人 

马河区 
位于马边左右营河全域， 

纵横一百里至二百余里 

倾斜十五度以上之生熟荒 

内田地，约有三十余万亩 
兼重农林 八万人至十万人 

茶园堡区 
位于雷、马、峨、乐之 问，

纵横均约百里左右 

倾斜十五度以内之生熟荒 

旱地，仅约有十万亩左右 
兼重农林 二万人至三万人 

官料河区 
位于峨边铜河南岸，纵横 

一百余里至二百里左右 

f 质斜十五度以内之生熟

荒 旱地，约有二十余万亩 
兼重农林 六万人至八万人 

大凉山黄茅岗区 

位于雷、马、屏、峨黄茅 岗

以西，纵横一百余里至 

二百里 

亟待整理之倾斜十五度以 

内之轮耕田地约有三十万 

亩至四十万亩 

为农牧兼重，并应 

植树造林 
六万人至八万人 

资料来源：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367—369 页 

                                                        
5任映沧：《大小凉山开发概论》，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317、354 页。 

任映沧：《实施军区屯垦开发雷、马、峨、屏大小凉山十年计划书》。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365 页。

江应樑主编：《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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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边区亦是边疆行政委员会着力较多的地区之一。腾龙边区位于云南西部，毗邻缅甸，保有一种原始之状态，许多地方

盛行土地公有或酋长独有制度，普通百姓无私有土地权，耕种时可按人口向土司署领取耕地，按数交缴谷租。土地清丈在腾龙

边区推行时，受到当地土司、头人的阻挠，导致腾龙边区土地数量不明确，土地所有权集中而固定，因此破除原有的土地制度

为开发的前提。 

行政委员会认为，应该颁布《战时地籍整理条例》之规定，坚决办理土地测量及土地登记，“对耕地、林地、牧地、渔地、

狂滴、建筑地、交通地、军用地荒地、山地等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详细测量与登记，再确定业权，将矿地、军用地、交通地

归为国有土地，林地、渔地、牧地、风景地归为地方公有土地，建筑地、荒地、山地暂归公管，耕地则承认一部分为土司私有，

其他收归公管，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按照人民耕作能力及需要，分配土地，征收统一的耕地税。”边区开发实则是对土地制

度进行调整的过程，国家与政府的权威加大，对于土地资源的控制也越来越大，对于腾龙边区的土地清丈与划分计划也更细致

明确，这种开发方案，体现了当时的政局情形与力量对比，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进一步渗透到边疆地区。 

移垦方案计划从三个方面着手招募垦民，一是招募邻境汉人屯垦，如四川、广西等地汉人；二是实行军屯，云南大部边沿，

为国防重地，要保卫边疆和建设国防，不能不多养士卒，以垦实边，实为一举数得之举，这与古代王朝实行屯垦一脉相承。三

是移难胞以实边，抗战后内地难民与华侨大规模涌入云南境内。为此，云南省计划组织成立腾龙沿边垦务管理局，“综理本境内

一切垦殖事宜。凡垦区之划分，垦民之管理，垦地之分配等，皆由管理局会同各该区行政当局办理之。并鼓励组织民营垦社，

遵照中央《边疆移垦条例》，向管理局请领荒地开垦。由政府筹拨款项，实行优待垦民办法。如耕牛、农具、种籽之借与，生活

之协助，移殖费用之补助等。” 

 1948 年 2 月，腾龙边区芒市安抚使司代办方克胜在被推举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后到南京开会，“爰将边区

各土司地实际情形”，写成《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分上、下两篇，并附《腾龙边区各司地图》。上篇介绍边情，分各

司地概况、各司情形两章；下篇拟具建设计划，分经济事业、教育与社会事业、交通与国防 3 章，是民国年间较为罕见的由现

任土司兼具“国大代表”身份，提出少数民族土司地区的建设意见和边疆开发方案。其中，“欲求边地之开发，应先事荒地情形

之调查，施以登记、管理。再考虑荒地之利用与开垦步骤”；“其计划分为乡镇与私人垦荒两种办法，第一步骤，应从事熟荒之

恢复耕种，奖励增加生产。其次再招徕垦民，开拓荒田、荒地，划予耕种范围，补助其耕牛、籽种，协助其建筑屋舍，并赋予

收益时应享之权利。#次则须设堤、筑堰，以防洪水泛滥，以利荒田灌溉。” 

综合上述各种边疆开发方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近代以来，中央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云南实行强有力的开发，竭力将

云南纳入与内地相一致的经营模式。对云南的经营思想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归顺”和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屏障，而是将云南

视作国土的一部分，倾力进行开发：政治上的管理逐渐加强，趋向于和内地一致的制度模式；经济上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开发

由内向外，范围不断扩大，使云南成为中央政权的重要经济来源。 

“边疆问题是省政问题，其实还是整个国家问题”。民国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的云南，或因国防之需要，或因经济

建设之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界目光聚焦于此，为云南地区的全面开发提出一系列边疆开发方案。“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

设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开发边疆更是“今后中国民族一条最光明的道路”。如何开发边疆利源，以服务于国家抗战

之需要，是中央开发边疆的政策初衷，落实到地方即为边疆开发方案。在中央政府重塑并整合政治权威、开发边疆经济的同时，

云南地方政府也致力于“新云南”现代化建设，“寓改进于开发，寓国防于建设”
6
，藉生产开发以繁荣边疆，福利边民。 

                                                        
6江应樑主编：《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73、74 页。 

方克胜：《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意见书》，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531 页。 

罗群：《云南土司制度发展与嬗变的制度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 年 10 月 14 日。 

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1941 年创刊号，第 1 页。 

何璟：《开发边疆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出路》，《新亚细亚》1931 年第 2 卷第 4 期，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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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开发方案是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国学者，面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希望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既抒发“学

术救国”的爱国热忱，又实现家国情怀下化边疆为内地、解决边地问题的强烈现实关怀。对此，云南省政府成立了专门调查机

关，组织相关人员，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开发边地、治理边疆的讨论一时蔚然成风，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沿边各地，考察

界务，研究民族。当然，“这一人群奔赴边疆的动机是多元、芜杂的，这其中既有满腔热情、献身边疆者，亦有在内地生活困苦、

试图改变现状者，还有在内地找不到工作、认为边疆更容易获得机会者”。惟其如此，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的大体情况，

可谓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代表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土司等不同阶层对云南边疆开发的意见。既有简略、粗疏甚至纸上

谈兵的应时应景之作，亦有洞悉边情、心系边疆安危、关心边民疾苦的经世之作。见仁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勾画出了云

南”建设中的边疆现代化蓝图，为后来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所印证。 

第三，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国家稳定发展、西南国防巩固的重要因素，“就国防言，

实为康藏与长江的连锁，我国西南的门户！就国际形势言，云南又为远东与近东的关键；欧洲与亚洲交通的枢纽!”故边疆开发

方案的制定与出台，“并非来凑热闹，为的是想供应现时代的需要”，“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

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开发方案或因抗战国防之需要，或因经济建设之

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界目光聚焦于此，多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云南实际拟定，较真实地反映出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情况，并且开始超越以往边疆开发中的边缘视角，将云南置于远东与近东的“中心”位置，重新引起国人对边疆地位与作用

的再审视和再发现，为国民政府构筑中国复兴基地提供决策依据。 

第四，尤应指出的是，边疆开发作为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施政内容，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边疆社会之间的互动，从

而使最初多是由学术专家倡导并发起的边疆考察与边疆开发运动，并非只是一味停留在诸如上述边疆方案中舆论呼吁和文本阐

释的层面。正如 1944 年时任云南民政厅长陆崇仁所认识的那样，“云南为一边僻之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

不能与内地并肩前进。”“那种认为边疆地区阻碍国家进步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倘若放大眼光进行观察，边疆地区因其产物丰

饶、蕴藏富厚、民情质朴等优势，不仅可造就边疆省区前途无限量之光明，还可造福整个国家。” 

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团体乃至个人的参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演进。

云南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涉及全省各地，滇东北、滇北、滇西、滇南等地均得到相应开发。各种开发方案的制定，基本上是在政

府号召下，从国家、政府利益角度出发，依靠云南地方政府来完成相关制度的安排与实施，“故对于边务之一切措施，不能不就

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民倾心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 

二、云南边地施垦与边疆开发 

（一）开蒙垦殖局 

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龙云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1921—1922 年，在龙云担任唐继尧的近卫军第 11 团团长期间，驻扎在蒙

自，对农村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即“留心考察曾于开远蒙自间发现草坝，于开化、文山间发现架衣坝，各有数万亩之沃野平原

可以耕作”。龙云主政之后，建设新云南、发展云南经济、提高云南实力是其主要目标，而经济基础是农业，屯垦开发是解决缺

粮问题的重要措施，且可以将所谓“荒地”直接纳入到省政府名下，以低成本换回高收益。 

1935 年 8 月，云南省政府派农田水利工程处处长杨士敏赴开蒙实地考察，杨认为：“蒙自县之蒙坝草坝、开远属之大庄坝，

三处土质佳良，面积辽阔，地势平坦，且位于滇越个（个旧）碧（色寨）两铁路之旁，交通便利，实可为滇省南部良好之农业

区，只是水利不兴，土地荒芜面积广大，所耕种的土地也仅能种植杂粮，收成菲薄，亟须振兴水利，排除水害，引水灌溉，荒

芜土地亦可成为良田。”遂拟具开发计划呈报省府，1935 年 12 月，云南省政府第四次会议讨论杨的报告，决定兴办开蒙农田水

                                                                                                                                                                                              
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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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交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负责办理。随即缪云台
7
指令杨到蒙自县城建立开蒙农田水利筹备处，筹备相关适宜。1936 年 6 月 30

日，省“府第四七五次会议议决委杨士敏任开蒙区垦殖局局长，8月 16 日在开远大庄坝成立垦殖局”。下设秘书、会计两室，总

务、工务、农务、业务四课，医务、教育两处及驻昆办事处，正式对开蒙地区进行开发。 

从 1935 年至 1945 年的十年间，垦殖局事业，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主要是水利工程、土地开垦和发展农业。一是兴修水利

成果显著，在工程建设方面，开挖龙公河、安设黒冲节制闸、整理城红寨落水洞、开挖安南邑河、疏浚旧有黑水河，排除了三

坝水害；整理长桥海落水洞、修筑永丰水闸、开挖嘉民河、嘉民河水道灌溉系统、兴辟两万亩稻田埂界、修建沙甸水闸及开挖

两岸溉沟，振兴了地方水利工程。二是垦殖事业收效良好，经过收买土地、垦殖荒地、栽培农作、设立农事试验场、新村招佃、

扶助佃农、军队屯垦、栽培森林、管制用水、举办农贷，促进了农业发展，垦殖局所收获粮食有力支持了抗战需要。三是促进

了开蒙地区的新村建设和社会发展，垦殖局专门建筑了羊街办公房舍、建筑绥靖村垦殖房舍、建筑新沟办公房舍、建筑中村仓

房及碾米机房舍等，促进了地方建筑事业。还推动了地方交通工程，如运河、桥涵、道路的修建，建立新村、教育、医疗卫生、

训练农工，推动地方新村建设和发展。 

开蒙垦殖局建立农事试验场，致力于农业改良与发展，设立了南林、龙泉、南屏、蒙自四个木棉厂，与经济部中央农业实

验所合作，进行木棉研究，面积达 160 亩，种植 4万株。1939 年，在草坝择定新垦地 80 亩，辟为试验场，以稻棉为主，举行各

项&验，后将试验场场地扩充至 640 余亩，内分食用作物与特用作物两大部分。垦殖局将试验场的种苗分发至全区内进行种植。 

垦殖局于 1938 年起招工 500 余名，购牛 200 余头，购买大宗农具，购买肥料种籽，将新开垦的土地分为四区二十组，区内

设管理员，组设领导员，栽培水稻 6200 亩，1939 年栽培水稻 4000 余亩，1940 年蚕业公司成立协助栽培桑地，迄 1942 年后完

成桑地 7000 余亩，稻田 2000 余亩，1943 年复自营甘蔗 500 余亩，草棉 200 余亩，1944 年与公司合作栽培甘蔗 1400 亩，水稻

1500 亩，自种高粱 1000 亩，1945 年自营水稻 1800 亩，甘薯 300 亩，美烟 6000 亩，甘蔗 200 亩。 

垦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土地问题，1936 年，云南省政府决定收买草坝土地，“土地除永荒者收归公有不计外，其他

先有地主并具有执照者，由财厅按照收租石数目，照市价一律收买，地价由经济委员会付给等语，记录在案”'1937 年统一收购，

成立收购草坝全部土地委员会。指派驻开远的滇越铁路警察总局局长、蒙自、开远县长为收购委员。开蒙垦殖局共进行了三次

土地收购，第一次 50433.4 亩，第二次 3394.6 亩，这两次地价以地租为依据，即由土地所有者提供其将土地租给农民每亩每年

收取多少租谷的情况，向收购草坝全部土地委员会申报，核实后，作为收购地价的依据。地租分为谷租和粮租，每担谷租付给

地价 224 元，每担粮租付给 420 元。第三次 3522.2 亩，合计 57350.3 亩私人土地。第三次收购以土地面积为单位，一律按所持

土地清丈执照核实后按土地质量，一等每亩 500 元，二等 400 元，三等 300 元。 

至 1946 年，开蒙垦殖局共收购了十余万亩土地，开垦了近八万亩土地，分为三部分，一是自种的 2500 余亩，二是租与蚕

业新村公司 5000 余亩，第三部分的 5万亩土地，垦殖局无力经营，均由人民租种。其出租对象是本地农民、招佃外地移民和屯

垦部队。对本地农民，“优先租种，解决本地少地、无地农民的问题。避免新老居民的矛盾。地租一视同仁。”此外，政府规定

了农民纳租租率，原来垦区三坝的租佃制度，坝内农田分为三等，第一等为水稻田，佃农纳租率为十分之六，第二等为旱田，

收获极不可靠，佃农纳租率为十分之二或三，第三等为最劣之地，即所谓十年三不收者，虽有租佃之名，而无纳租之实。垦局

“照土地收成纳租十分之三以示体恤。（查本省农村租谷普通纳十分之六，最少者十分之五）”，具体视水田（熟地、荒地）、干

                                                        
7本刊“读者顾问”：《怎样到边疆去屯垦？——向青君来信》，《申报》1933 年 3 月 4 日，第 14 版。 

张服真：《法帝国主义者侵略下的云南》，《新亚细亚》1931 年 4 月 1 日，第 2 卷第 1 期。 

顾颉刚：《益世报•边疆周刊》。 

陆崇仁：《边疆行政人员手册》，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第 5 页。 

陆崇仁：《告边疆行政人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边疆行政人员手册》，1944 年，第 1 页。 

喻宗泽等编纂：《云南行政纪实》第 2 编，《边务——土司制度》，1943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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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不同情形，累年缴纳不同的租额。
8
 

同时，为了便于管理，有效推动草坝农田水利建设，1939 年开蒙垦殖局提出将草坝新老 18 个村寨划归为一个乡，由杨士敏

兼任蒙自县草坝乡乡长，辖区内行政事务由蒙自县政府委托授权办理，保甲长由开蒙垦殖局任免。蒙自草坝原有 12 个自然村，

农户 1060 户，7600 人。开蒙垦殖局规划建立 20 个新村，使农户达到 3000 户，总人口增加到 2万人。最后建成 9村，招来 330

户，1735 人，分配到新村居住。借助行政权力进一步控制了经济，也使政府政治权力更加渗透到地方。 

（二）华西垦殖公司 

1935 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及中央农业实验所派汤惠荪赴四川、贵州、云南调查农业与地政情况，比较西北与西南异

同，进而制定农业发展方针。1936 年，汤惠荪到达滇南建水县羊街坝附近考察，对当地气候、交通、水利、土壤等条件进行调

查，认为此地实为一良好垦殖区，致荒原因主要在于十年来水利之失修，加之地形影响。只要对其水利和土壤加以整理建设，

将是一块优良垦区。 

1938 年初，由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院长萧铮发起，以“移垦战区人力、财力、巩固后方经济”为目的，同时“扶持自耕

农计、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总理遗教”，组建华西垦殖公司筹备处，由汤惠荪和张丕介共同主持筹备处工作，下设主任一人、

副主任一人、技士一人、办事员一人。后又分设农务、工务、总务三课。“公司对于招致之垦民，每户授田三十亩。开垦之初，

以垦区经费有限，垦民垦种第一、二年，对垦民免征租税，从第三年起，依照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规定，收不超过正产物收获

量的百分之三七点五范围内，征收佃租。租佃以五年为限，第八年后，依土地信用之方法，以长期、低利、分摊之原则，开始

使垦民逐年偿付地价。地价偿清，田地即归垦民所有，于是每一垦户，皆可以成为一独立的自耕农。区内私有土地，亦以同样

方法使佃农获得土地所有权。”
9
 

1938 年夏，华西垦殖公司聘请导淮委员会水利顾问许心武先生亲赴云南勘查云南本区水利，“经过一周的查勘，许心武拟定

羊街坝水利设计原则若干项，一为筑坝；二为掘泉；三为利用附近泉塘，而以第一项为主，第二、三项为副项。其设计原理，

系基于本区内无充分水源作完整的灌溉系统。所以根据本区的降水量、坝塘容量、水利工程费用等因素，充分利用本区已有的

                                                        
8 龙云等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5册《财政》，昆明：云南财政厅印刷局，1943 年铅印本，第 11 页。 

杨士敏，（1890-1979）,字文波，回族，云南富民人。1913—191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系（后改为哲学），与冯友兰同班。1919

年回昆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就云南省第一区督学、成德中学校长、第一联合师范学校、明德中学校长、云南省教育经费

管理局局长、昆明消费税局副局长等职。1928 年龙云上台，在《云南日报》发报，招募治理滇池、发展农业的能人志士，杨士

敏应募，于 1928—1934 年治理滇池、马料河等有功，任水利工程处处长。1935 年考察开蒙地区，积极推进开蒙垦殖工作。 

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开蒙区垦殖局成立经过及逐年经营概括及今后发展计划》（1946 年 2 月 26 日），档案号

1121-1-259。 

缪云台（1894—1988），名嘉铭，昆明人。1907 年，由私塾考入云南方言学堂英文班（云南髙等学堂），1913 年赴美国留学，就

读于堪萨斯州西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1920 年回国后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经理，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

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主任；1946 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7 年任国民政府行

政院政务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职务。 

《兴办开蒙农田水利垦殖事业纪要》，《云南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工农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07 页。《兴办开

蒙农田水利垦殖事业纪要》，《云南文史集粹•工商经济工农业》，第 207 页。 

《本府训令议决收买草坝土地文》，龙云等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4 册《经济》，昆明：云南财政厅印刷局，1943 年铅印本，

第 7页。 

李增耀、龙玉存：《云南开蒙垦殖局与云南蚕业新村公司史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9、191、93 页。 

云南省档案馆藏：《中华民国 35 年 3月开蒙区垦殖局局长杨士敏撰呈〈开蒙垦殖局今后局务及资产处理意见＞》，王希群等：《云

南开蒙垦殖重要史料》，《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期。 

《呈报布告草坝各村农民租种稻田各情一案由》（1939 年 3 月 9日）。《云南开蒙垦殖局与云南蚕业新村公司史实》，第 126 页。 

翁文灏：《滇南垦殖事业之调查》，台北：成文出版社，1997 年，第 29423 页。 

龙云等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4 册《经济》，昆明：云南财政厅印刷局，1943 年铅印本，第 3页。 

《该局规定农民纳租额呈经济委员会文》。龙云等编：《云南行政纪实》第 14 册《经济》，第 7页。 
9抗战中，陈果夫、肖表萍等人在四川发起组建“华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亦称华西垦殖公司。 

翁文灏：《滇南垦殖事业之调查》，第 29564、29588-295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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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先决定由公司委托凿井公司探查水源之后，然后再作最后决定。垦殖公司按照许心武先生的水利三原则开始进行坝

塘建设、泉塘建设和排水患建设，成效颇大”。兴修的水利工程有北堰塘一外，蓄水量达 1080000 立方米，可灌溉良田七千余亩。 

到 1940 年，“华西垦殖公司共有职员 11 人、垦民 11 户计 153 人，建房屋 22 间，开垦田地 11236 亩，修筑北堰塘等水利工

程及道路 16 公里，以种植、畜牧、酿酒三业为主，饲养耕牛 47 头，种植水稻、玉米、高粱、甘薯、花生、豆类、烟草等，直

到 1942 年基本实现自给。” 

（三）思普沿边华侨移垦区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聚居地区的东南亚各国受到日本攻击，华侨为避难，纷纷回国，有一部分华侨进入云南。为寻找出路，

希望回国投资。1938 年，暹罗政府因亲日派上台，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排华风潮，旅居暹罗的侨胞处境日艰。为寻求出路，其尝

试与云南省接洽，希望省政府接纳其来滇投资，并对难侨实施救济。此当即得到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的肯定，并建议：“暹罗华

侨回国投资地点以思普边区一带较为相宜。盖该地与暹罗交通较国内更为便利，而地方土著，类多夷人，语言、习惯风俗与暹

罗大同小异，且地旷人稀，生活落后，最宜暹罗华侨垦殖开发”。 

1939 年 8 月 7日，暹罗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呈函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请指导设立滇边暹罗华侨垦殖区，以便归侨，而

固边疆事。”并认为：“此事关系移民殖疆，生产建设，必须政府之指导辅助，及侨民之筹备组织，合力并进，始克有济。”暹罗

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向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请求，要求在云南靠近缅甸边境的思普等地设立滇边暹罗华侨垦殖区，“目的使

资本、劳力同时内流，生产建设，充实边防，一举两得”。@为了推进归国侨胞来滇投资，尤其是垦殖事业，龙云在欢迎侨胞开

发云南省的讲话中要求制定各类优待政策，通令各地方政府要“加意保护，予以一切便利”。 

1939 年 10 月，云南省政府设立侨胞垦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常务委员四人，办理华侨移垦事宜。由云南省政府按月

拨新付滇币 1000 元作为办公经费，并划出接近中缅边境的思普、腾永与开蒙三地为垦殖区域。侨胞垦殖委员会下设农业委员会、

矿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等，优先从归国华侨中聘请各行业的专家提供相关咨询。为支持垦殖工作顺利进行，省政府还颁布《侨

胞垦殖领地规则》和《云南省奖励农业暂行条例》，前者就侨胞垦殖土地的地区、承领条件、承领程序和时间限制均有明确规定。

此外，还就移垦区域的划分、垦民的选择与输送、经费的来源、土地的开垦等作了规定。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侨胞投资垦殖，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还呈请云南省政府，通令佛海、车里、南娇等县，“以后凡到车

里佛海南娇等县之侨胞，有志从事开垦者，不论公荒或私荒准其具领开垦，一切手续，务宜简单，切勿稍事为难，应予以一切

之便利，保护其安全，以期源源而来，借此开发本省之富源”。同时，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还致函云南省全省经济委员会，组

织侨胞前往开蒙垦殖局进行投资考察。 

当时，华侨巨商胡文虎氏拟投资国币五千万元，组织垦殖公司垦殖思普区域。胡氏已派代表至滇与省府洽商，请求将思普

区四县行政权授与该公司，由该公司指派四县县长及办理行政事务，所有该四县每年应纳之税款及应解之收入，统由该公司如

数负责向省府缴纳，闻已获有初步结果。
10
但开发垦区、施行垦殖并非易事，思普区农矿均富，非以此巨大之人力物力，殆无法

开发。 

                                                        
10又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崔永楫呈报云南垦区调查报吿书》，所载数字为五千余亩。 

《建水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324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政治（四）”，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 年，第 747 页。 

《暹罗华侨抗敌后援会为请设立滇边暹罗华侨垦殖区致侨委会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747 页。 

云南省档案馆藏：《为筹组回国侨胞垦殖委员会事给云南省民政厅的训令》（1938 年 8 月 30 日），档案号 011-007-00117-020。 

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云南省侨胞垦殖委员会组织章程》（1940 年 1 月）。 

萧铮主编、翁文灏：《滇南垦殖事业之调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年，第 29400—29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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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12 月 4 日，南峤县长向省建设厅呈文称：“现暹罗华侨，因受该地政府之压迫及人民之虐待，不能立足，且有多数

侨胞，业已集资准备回国，欲到南娇佛海一带，从事垦殖及工商事业，以谋生活，祈划给荒地，予以垦殖，等情据此。当查该

华侨等集资回国从事垦殖，其志尚属可嘉，惟可否划拨荒地予以垦殖及建盖房屋之处，事关重要，县长未敢擅专，理合据情具

文呈请钧府赐鉴核示遵。”1940 年 1 月 160,云南省政府委员会第六九零次会议，称“欢迎华侨回滇从事垦殖，本省政府早有明

令，制定思普沿边各地为区域，定有云南垦殖条例，公布施行在案。”并“查思普沿边华侨垦殖事业，经本府决定，派员前往指

导，并分令各县在案，所请设专员公署，应勿庸议。”截至 1939 年底，云南共接收 416 名暹侨返回祖国，其中 4 位华侨投资兴

办了垦殖业。1940 年 4 月，马来亚侨胞邱克静在云南建水投资 100 万元开办新华垦殖公司，随后暹罗、新加坡等地侨胞也纷纷

跟进，一时在大后方形成了侨胞投资垦殖事业的小高潮。 

1942 年，侨务委员会在云南打洛与广西龙州分别筹设第一归侨村和第二归侨村，颁布《归侨村垦殖纲要》，各村垦殖分为“自

费垦殖”与“合作垦殖”两种。前者是指侨胞如果拥有一定的资金，志愿自费垦殖者可以在人村后由村管理处划定垦地发给自

费垦殖执照，而一切垦荒农具、耕牛、种子、肥料等费用，则概归自费垦民自理。合作垦殖则是针对于那些没有一定资金来源、

生产生活资料均由村管理处提供的垦民，他们仅负劳力任务。合作垦地每年收获产品之纯益在头两年概归合作垦民所有，自第

三年起，合作垦民保留纯益 80%,其余 20%则归公充作本村公共福利经费。 

三、“国家福利”——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评析 

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治理与开发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屯垦不仅首当其冲，而且功不可没。无论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开发的政

策实践，还是一些内地社会精英对边疆的认知，均在于使边疆开辟更多的农田，引入更多的内地民人，以实现边疆“内地化”

之目标，故移民垦殖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重要环节与国家福利，不仅从制定各种垦殖法规、设立垦务机关、筹办水利、发

展农业、优待边疆工作人员等入手，在着眼于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的同时，更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突出以国家为主

导、自上而下的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凸显出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屯垦西南边疆“守中治边”的不同特点，并取得了实际成效。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垦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体现出国家、地方与个人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更反映出近代边疆危机下三者在

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认识与实践。在国家以利益为主导的前提下，边疆垦殖不仅是传统移

民实边政策的延续，又是当时开发边疆、抗战建国的现实之需，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由垦殖

出发，展拓至于林牧工矿等一切边疆经济之开发及社会工作之推行。期于育成边疆社会崭新的生机，以达化边地为腹地的目的”。 

移民垦殖，一可以巩固国防。我国边疆幅员辽阔，且边防空虚，移民垦殖有利于巩固国防。二可以改善和提高边疆人民生

活。移民垦殖使大批内地人员迁来边疆，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边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三可以调整

人口分布。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据推计全国总人数的七分之六，集中于全领土三分之一的冲积平原地区内。@而边疆

地区赤野千里，旷无人烟，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移民垦殖可以调整人口分布，改善土地分配。四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改善

民族关系。我国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移民垦殖有利于团结边疆各族人民，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尤其是抗日战争

后，国民政府的供给不得不以大后方为根基，移民垦殖成为战时农业增产和安置难民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提

倡。
11
 

                                                        
11《为南娇县长呈华侨请拨地垦殖建房事给云南省建设厅的训令》，1939年12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77-001-03955-023。 

《云南省政府委员会第六九零次会议关于欢迎华侨回滇垦殖等案之决议记录》，1940 年 1 月 160,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077-001-003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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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主导下的边疆垦殖事业，也受到诸多挑战与阻碍，中央政府与边疆省政府由于利益取向不同，存在着在一

体化与区域化的博弈。边疆开发与治理是现代国家行政权力下渗的一个过程，通过具体行政运作而达到控制基层政权与社会的

目的。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亦会忽视社会与个人的诉求，强调个人与基层对政府权威的服从。而事实上，在边疆开发与治理

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以及每个个体均有不同的动机、行为与反应。这体现了边疆与边地开发过程中各方关系的

互动与博弈。 

首先是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就政治一体化与区域化的博弈。到民国时期，绝大多数边疆地区与内地政治形态趋同，但同时，

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心理，一方面地方实力派表现了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另一方面对中央权威有

一种防范、抵触心理，地方意识与政治区域意识加强。这种矛盾的关系体现在中央政制与地方规制并存上：云南行政机构具有

双重化特征，既按照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法令，统一设置或改革相关政治或行政机构，又根据地方特色，设立或保留了一些

具有边疆地方特色的行政机构，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便是具有上述双重性质的机构。 

1938 年，行政院拟定开发云南的意见，但“其意义在于间接维系及加强抗战之军运、直接生产及运济抗战之军需及建立国

防之永久资源，而不在于谋地方之福利已也”。并提出三个最急纲领，其中之一即为“在政府监督保护之下，准以民间资本组织

公司，办理垦殖荒区及推广农产事业，但责以必要之设施，统制其所获之利润”。中央行政院开发云南的计划要求迅速办理垦殖

和发展农业，与云南省政府目标一致，但削减地方福利又与龙云省政府初衷不相符。同时行政院准许民间资本进入云南实行大

规模开垦，在操作上与云南实际亦不相符合。因此，中央行政院仅伎停留在“意见”层面，具体操作均由云南省政府执行。 

云南省所开发区域，涉及滇西、滇南多处地区，为垦荒救济难民，云南省政府“呈请中央拨款，但中央之款一涓一滴均须

直接用于抗战，于是垦殖问题遂告无形搁置”。开发资金基本上由云南自己解决，而要保证投资来源，云南省政府势必要增加财

政收入，并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边疆开发问题上，中央政府虽然有心进行指导和规划，并提出开发要求，但在抗战压

力下，国民政府无力为开发边疆提供资金，便无法实现真正的控制，只能听任云南省自行其是。 

第二，既然云南省政府是边疆开发与治理的实际操作者，省政府在设计开发方案时，亦站在民族国家、政府利益的制高点

来思考开发问题。当边疆的实际传统与习惯与开发目标相抵触时，省政府则会利用行政权力来进行控制，要求地方与社会让步，

使国家与地方权力进一步下渗。开蒙垦殖局性质比较特殊。国民政府在开发意见中，对此类垦殖单位的性质进行了探讨，“系属

商办合股公司性质，但依其职责与业务各规定，似为该省一种经营事业而兼理垦区行政之机关，”兼具公司与行政机关性质，这

种具有行政能力的经济机构，加强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并使行政也进一步下渗到基层社会与地方经济中。 

第三，不同的主体对于边疆有不同的认识。越往高层，边疆的界限与特色更明朗，越往基层，边疆意识越淡、越模糊。边

疆开发中的基层社会的诉求并不是边疆所特有的，而是呈现出所有基层社会的共性，在个体和基层眼中，所谓“边疆”，并没有

什么特殊。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边疆社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处于边疆或边缘，也不会从边缘角度来思考，而更多是

从普通的、一般的角度来表达个人诉求。 

在民国时期的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收购土地，以开发治理之名低价甚至无偿将土地

转化为公有，触动地主与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激化了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在边疆开发的过程中，伴随着产权的明确与

转移，也体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如开蒙垦殖局大面积廉价收购三坝土地，给地方带来巨大震动，尤其是地主釋力

反对。地主周伯斋多次托人说情，希望不要收购周家土地，未果。于是煽动农民闹事，不配合土地收购工资，不配合土地清查、

丈量核实。周还指使时任乡长的杜安定，指派警牙，持枪到各路口，拦截威吓到开蒙垦殖局做工的农民，不许参加垦殖工作。
12
 

                                                        
12段金生：《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2014 年第 1 期。 

行政院致内政部函：《云南开发之意见》（1938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边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广西

综合卷第 18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53、254、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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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对和阻挠收购土地外，地主还公开上诉。蒙自绅士闵从斋等人联名向省政府投诉，反映垦局收买土地时“违章病民”，

将 2万亩耕地当作荒地，无价没收；其他收购的土地地价太低。同时通过《云南日报》披露，引起社会关注。@龙云令建设厅水

利局局长庄永华实地调查，组织垦殖局、地主、佃农、自耕农代表召开调查咨询会，其结果是认为垦局不存在违章，驳斥了地

主的投诉。 

地主绅士的诉求既不能满足，普通农民更是无力自保。在兴建长桥、大屯地区的水库时，有大片土地用来蓄水，垦殖局“沿

岸低田低地则决定收买，以作蓄水之用。即以有清丈执照者为根据，倘无执照，即归公有”，大屯海农民本不愿意出卖土地，加

之低价太低，便联名向蒙自县长恳请免予收买。县政府呈请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决定大屯海土地暂不收买，水利工程兴修后，

导致大屯海低洼土地年年遭水灾，地主和农民叫苦不迭，只能再次向蒙自县县长呈报，并强烈要求收买土地和补偿损失。@而开

远、蒙自两县政府的态度，一方面不得不照省政府命令办事，为垦殖局招募民工、监督工事、辅助其他事项；一方面也有意维

护地方利益，甚至包庇绅民阻挠垦殖工作，以彰显县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大屯海民众在申诉过程中，经由乡、区再传达到县政

府，县政府亦指责“该垦殖局上不能体政府徳意，下不恤人民疾苦，只知谋利竟不惜以邻为壑，其每年所获之谷不过一千余石，

而减损大屯海底谷 9000 余石之巨，此非利己秧民而何”。 

综上所述，边疆开发的实质是边疆资源的争夺与控制，开发政策落实过程是充满矛盾的，一项具体的边疆开发政策，会触

及到边疆社会的各方面、各阶层，这就需要我们在边疆研究中，反思中央政府、省政府宏观边疆政策制定的动机、合理性、实

施的具体效应，亦要观察边疆社会中具体的个人与团体的出发点及其应对。凌纯声即指出：“边疆经济的建设，首先必须照顾到

边疆民族的利益，保证边民原有的耕地与牧场，而不夺其生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利用边疆、服务国家的同时，不

同的主体对于边疆有不同的认识，如何真正理解边疆垦殖中“国家福利”的成效，更应该着眼于自下而上地从边疆基层社会与

民众出发，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开发边疆与推进边疆地区现代化，绝非一种单一的、从边疆谋利的实践，还应使之成为一项

兼利边疆的行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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